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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的空间异质性

麻学锋，杨 雪
（湖南工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长沙 410205）

摘要：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

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

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

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

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

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

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

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

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

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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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将“转型升级”确定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任务，

如何转变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实现我国旅游产业由粗放规模型

发展向集约效益型发展转变，已成为我国旅游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十三

五”期间，旅游业全面融入国家战略体系，走向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沿，成为国民经济战

略性支柱产业[1]。在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景区逐渐成为城市旅游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随着《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深化门票价格改革，加快旅游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小众旅游向大众旅游、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成为景区自身建设发展及区域经

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

景区不仅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随着市场化

和业态创新不断加快，景区业在旅游业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不只是带动一方

经济的增长极，还不断为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创造新内容。旅游景区是旅游者“游”的

主要对象，是旅游产品的核心部分[2]，也是旅游活动的空间载体[3]。国外学者在20世纪60

年代开始对旅游景区进行研究 [4]，主要从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 [5]、价格机制 [6]、能源消

耗[7]、智慧系统建设[8-9]及景区内旅游者的空间行为[10]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国内学者对旅游

景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1]，主要集中在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12-17]、分布格局[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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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开发[22-25]、营销策略[26-27]、游客满意度[28-31]、影响因素[32-37]等方面。从已取得的研究成

果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静态角度对单一年份的某一级别的景区截面数据进行

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研究范围多为全国或省市级层面，而从县域层面探讨景区动态时

空分布特征及空间分异规律的少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多以统计分析为主，空间定量

分析还有待加强，对于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探讨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

间异质性的研究更是少见。在全域旅游时期，县域尺度的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空间异质

性的研究相对于全国或省市级尺度更有利于实现旅游精准脱贫，更具执行力和操作性，

且上一轮扶贫攻坚规划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在空间上体现为

高级别景区的数量增加和空间扩展。因此，如何深入分析县域尺度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

征、探索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规律，成为破解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全域旅游发展瓶颈和

巩固扶贫成果的重要命题。

大湘西作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攻坚的关键区域，集革命老区、民族地

区于一体[38]，旅游资源丰富，以旅游景区为依托的旅游产业已成为该地脱贫致富的支柱

产业，故选取大湘西为研究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对其他同类型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旅游景区等级的高低是一个地区景区建设水平和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大湘西高级

别景区是大湘西旅游产业持续发展和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的重要支撑，在当前《武陵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即将到期之际，探索大湘西高级别景区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有利于为处于过渡时期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提供空间思维和科

学依据。本文定义的高级别旅游景区包括5A、4A、3A级景区，基于此，引入高级别景

区发展差异指数，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分析方

法，动态地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的时空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分

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从而为深入推进旅游供给侧改革提供新的

分析思路，亦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高级别景区通过门票降价，实现旅游脱贫提供科学

依据，进而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呼应国家战略和现实发展需求。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大湘西”概念最早是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举措时提出，主要包括湘西自治

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及邵阳、永州部分县市，大湘西位于湘、鄂、渝、黔、桂五省

（区、市）交界处，是湖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湖南省西部20个集中连片县的主体

区域。考虑到研究区行政区域的完整性，本文以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

州）、张家界市（以下简称张家界）和怀化市（以下简称怀化）各区县作为研究范围。境

内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截至2016年底，拥有2个国家5A级景区：天门山和武陵源，26个

国家4A级景区，49个国家3A级景区。由于大湘西丰富的旅游资源及独具特色的人文民

俗资源，旅游业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支柱性产业。伴随着区域经

济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区域旅游合作带来了新契机，

2010-2014年湖南大湘西旅游经济协作区合作联盟年会均提出建设完善旅游交通体系。随

着吉茶、凤大、吉怀、张花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进一步带动大湘西旅游业的发展。截

至2016年底，湘西州、张家界、怀化的GDP总值高达2424.65亿元，其中，旅游总收入

1005.54亿元，占GDP的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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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框架

针对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全局空间自

相关等分析方法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方向特征、空间格局特征、空间关联特

征进行分析。其次，以不同时期大湘西各区县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作为因变量，同

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大湘西的实际情况，通过探索性回归分析确定各解释变

量，并利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对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

进行全局层面和空间层面的分析，最终得到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图1）

1.3 研究方法

1.3.1 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

为探究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均衡性和差异性，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

数[39]，计算模型如下：

R =∑
j

n |

|
||

|

|
|| lo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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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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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j

qi

Aj + m

A + m
（1）

式中： R 为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 qij 为第 i 类景区在第 j 个区县内分布数

量； qi 为第 i 类景区总数量； Aj 为第 j 个区县的人口指标； A 为大湘西所有区县总人口

数 量 ； n 为 区 县 总 个 数 ； m 为 旅 游 人 口 折 算 为 常 住 人 口 数 量 ， m =

(年旅游人次 ×旅游者在该城市的平均滞留天数)/365 。若某区县内无高级别景区分布，为

保证对数函数有意义，该百分比取值统一用 0.0001来代替 0。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

越高，说明此区县内景区空间分布越不均衡，差异性较大。

1.3.2 标准差椭圆分析法

不同阶段，旅游景区在各个方向上的离散程度有所不同，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对

于反映各时期大湘西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方向性与离散程度非常有效。标准差椭圆

（SDE）主要由中心、长轴、短轴和方位角四个要素构成[40]。在此主要通过SDE长轴反映

旅游景区分布的主要方向，短轴反映旅游景区分布最少的方向。

1.3.3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KDE）可以通过高低值区域的分布较为明显地揭示地理分布的局部

特征。本文主要借助核密度分析来反映不同时期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演化特征，

计算公式为[41]：

f ( )x, y = 1
nh2∑

i

n

k
ì
í
î

ü
ý
þ

di( )x, y
h

（2）

图1 研究框架

Fig. 1 Analytical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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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 )x, y 为位于 ( )x, y 位置的密度估计； n 为观测数值； h 为带宽或平滑指数；核

函数 k ( )· 是一个权函数； di( )x, y 为 ( )x, y 位置第 i 个观测位置的距离。

1.3.4 全局空间自相关法

全局空间自相关法主要通过Moran's I来反映研究区域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及其显著

性。本文引入Moran's I定量化反映不同时期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关联程度和集聚水

平，计算公式[42]如下：

Moran's I =

m∑
i = 1

m∑
j = 1

m

wij( )ai - ā ( )aj - ā

∑
i = 1

m∑
j = 1

m

wij∑
i = 1

m

( )ai - ā
（3）

式中： ā = 1
m∑i = 1

m

ai ； ai 和 aj 分别表示 i 地区和 j 地区的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 m 为地区

数；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Moran's I 指数取值范围在 [-1, 1] 之间，越接近1，空间正相

关性越显著；越接近-1，空间负相关性越显著。

1.3.5 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

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是对所有样本和参数进行全局性估计。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局部模型）相较于OLS模型（全局模型）将空间格局要素纳入考虑范围中，更有

利于反映不同要素的空间变异特征及空间规律，适用于探索不同时期大湘西高级别景区

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模型公式[43]如下：

yi = β0( )ui, vi +∑
i

n

βk( )ui, vi xik + εi （4）

式中： yi 为因变量； xik 为自变量； ( )ui, vi 是第 i 个样本空间单元的地理中心坐标；

β0( )ui, vi 为样本 i 的回归方程系数； βk( )ui, vi 是连续函数 βk( )ui, vi 在 i 样本空间单元的

值； εi 为随机误差项。

1.4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县域为研究单元，涉及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张家界统计年

鉴》《怀化统计年鉴》《湘西州统计年鉴》以及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综

合考虑大湘西重大交通设施建设及旅游发展过程，选取2007年、2012年、2016年三个研

究时段。2007年渝怀铁路开通，构筑起怀化和重庆互联互通的桥梁和纽带，极大提升了

渝东南地区对大湘西的旅游辐射与带动效应；2012年渝湘高速公路通车，推动重庆、贵

州、湖南等省市武陵山旅游环线的形成，进一步加速大湘西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2016

年渝怀与枝柳铁路，沪昆、渝黔、渝湘等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张家界、芷江、铜仁凤

凰等机场的通航，以及规划和建设中的渝利、黔张常高速和沪昆客运专线等跨区域重大

交通项目的推进，推动了大湘西进入旅游城镇化建设的新阶段。

2 结果分析

2.1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

2.1.1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现状

由表1可以看出，在高级别景区数量分布方面，大湘西各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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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位于大湘西北部的张家界和湘西州，高级别景区

在数量上虽不及怀化市，但 4A 级景区数量占比较高，

因此在旅游资源质量方面较有优势；在游客接待量方

面，张家界游客接待量均高于湘西州和怀化市，说明张

家界旅游资源不仅丰富，且景区的吸引力较强；在旅游

收入和旅游贡献度方面，由高到低依次均为：张家界、

湘西州、怀化市，说明由于大湘西各地区旅游资源分布

不均，旅游业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

差异性。

2.1.2 空间分布方向特征

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

方向性特征。从椭圆方位角的变化可以看出（图2），高

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

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说明从高级别景区发展速度来

看，分布于椭圆轴线西南部的区县高级别景区的发展速

度逐渐快于分布于椭圆轴线东北部的区县；由椭圆长半

轴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值从 2007 年的 0.95 km 增加到

2016年的 1.40 km，说明南北方向上高级别景区的发展

呈现扩散趋势；从椭圆短半轴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值从

2007 年的 0.38 km 增加到 2016 年的 0.50 km，说明东西

方向上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扩散趋势。综合以上可以看

出，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方向性与差异性特征

十分显著。

2.1.3 空间格局特征

为更为直观地体现出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析方

法，分别对2007年、2012年、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进行密度分析。设置像

元大小 500 m，搜索范围和输出栅格大小采用默认值，按照自然断点分级法分为 5个级

别，生成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密度图（图3）。

由图3a可以看出，2007年以前高级别景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和永定

区及怀化市沅陵县三个区县，呈现出以武陵源区、永定区、沅陵县为核心的“三核心三

区县”空间格局。张家界武陵源区和永定区及怀化市沅陵县形成高密度集聚区，主要是

由于区域内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同时由于地域及交通的制约，使得资源的集中度相对

表1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现状

Table 1 Development status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 Hunan

地区

张家界

湘西州

怀化市

高级别景区数量/个

5A

2

0

0

4A

9

10

7

3A

8

11

30

游客接待量/万人次

6143

3820

4237.9

旅游收入/亿元

443.1

265

295.7

旅游贡献度(旅游收入/GDP)/%

89.05

49.92

21.18

图2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标

准差椭圆

Fig. 2 Standard devi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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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其他地区优势较明显。

由图3b可以看出，2012年张家界市高级别景区集聚范围进一步扩大，呈现出条带状

空间结构形态，其余地区高级别景区分布表现为弱集聚型分散，整体呈现出以张家界为

旅游中心的“一极多点”的空间格局。景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较为明显，怀化市通过发

展交通运输业，加大旅游扶贫力度，相较于2007年，区域内会同县、通道县、中方县高

级别景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湘西州的凤凰县、吉首市通过发展区域内特色旅游产业

加快乾州古城、凤凰古城等旅游小城镇建设，区域内景区集聚程度得到一定提升。

由图3c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片区内高级别景区密度增加显著，形成了以武陵源区和

凤凰县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的空间格局。高密度集聚中心主要集中在张家界武陵

源区与湘西州凤凰县，相较于2012年，湘西州的永顺县、古丈县、泸溪县、吉首市以及

怀化市的洪江市和通道县高级别景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武陵山片

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规划》的逐步实施，片区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两环四横五纵”交通主干道的建设，推动区域内以张家界、吉首、怀化为中心的交通网

络的完善。交通一体化的实现进一步带动了片区内景区景点的建设，促进了旅游环线的

形成与旅游产品的开发，逐渐形成了以张家界市、吉首市、怀化市三大中心城市为依托

的特色旅游组团。

2.1.4 空间关联特征

为了准确探讨高级别景区在大湘

西县域的空间关联关系，利用 Arc-

GIS软件中空间自相关统计工具，分

别计算出 2007 年、2012 年和 2016 年

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 Moran's I

值。Moran's I结果显示（表2），2007

年、2012 年 Moran's I 为正值，2016

表2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Moran's I

Table 2 Moran's I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年份

Moran's I

Z

P

2007

0.371

3.6759

0.0002

2012

0.233

2.5589

0.0105

2016

-0.132

-0.7119

0.4766

图3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析

Fig. 3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in western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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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Moran's I为负值，且Moran's I呈逐渐减小的趋势，说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

数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空间集聚程度逐渐降低，而非随

机分布，为构建GWR模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另外，通过对2016年Moran's I值为负且

未通过检验的原因进行探究发现，由于《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

出台及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大湘西地区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

势，区域间景区分布差异逐渐缩小，故景区数量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相对不显著。

2.2 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分析

2.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为深入研究高级别景区数量与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44-46]，结合

大湘西的实际情况及数据可获取性，选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

条件、旅游资源、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水平等诸多影响指标，通过探索

性回归分析（exploratory regression），对候选解释变量的可能组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

当最优组合变量为 4 个时，2007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最大校正 R2 值分别达到 0.91、

0.72、0.70，VIF 值分别为 1.57、2.18、2.26，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且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根据结果筛选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4个指标

作为最优组合变量，同时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作为因变量，建立空间回归模型。

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政府政策扶持力度、旅游资源分别用人均

GDP、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客周转量、景区资源丰度4个指标来表示。景区资

源丰度通过参考孙根年等 [47]的研究，对高级别景区进行赋值：5A∶4A∶3A=5∶2.5∶

1.75，通过加权模型计算得出大湘西各区县的旅游资源丰度。

2.2.2 基于OLS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使用GWR模型研究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空间

异质性之前，首先采用OLS模型（全局回归）检验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与各解释变

量之间的平均关系，由于各指标间的单位和量级不同，为了将各指标同高级别旅游景区

发展差异指数之间的变化情况更好地展示出来，首先利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 0~1 之间。OLS 模型运算结果见表 3。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小于 7.5，说明不存在冗余的解释变量。从显著性水平来看，2007年旅游资源

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具有显著影响，且与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呈正相关性；

2012年与2016年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均显著影响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从影响系数

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逐渐降低；旅游资源与高级

表3 OLS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the OLS model

截距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交通条件

旅游资源

影响系数

2007年

-0.04

0.17

0.07

0.01

0.28

2012年

-0.22

0.08

0.03

0.17

0.15

2016年

-0.51

0.07

-0.12

-0.20

0.14

稳健概率

2007年

0.39

0.09

0.49

0.71

0.00*

2012年

0.02

0.39

0.27

0.04*

0.00*

2016年

0.16

0.18

0.50

0.01*

0.00*

VIF

2007年

—

1.35

1.57

1.14

1.49

2012年

—

4.54

2.87

1.50

1.71

2016年

—

5.21

2.87

3.18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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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呈正相关，且影响系数逐渐降低；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和交通条件对

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由正相关向负相关的变化过程。

2.2.3 基于GWR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OLS模型认为空间是均质的，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区域间的异质性，因而不能考

虑到各局部区域上的空间非稳定性，因此借助ArcGIS 10.0中GWR工具，以上述 4个指

标为解释变量、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为因变量构建 2007 年、2012 年、2016 年的

GWR模型，从局部视角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进行空间非稳定性分析，并与OLS模型进行

对比，进一步验证GWR模型的优越性。

从表4可以看出，GWR模型的决定系数R2和校正R2值均高于OLS模型的决定系数与

校正决定系数，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且 2012 年、2016 年 GWR 模型的

AICc值均低于OLS模型，从整体上来看GWR模型优于OLS模型，同时对各县域局部回

归模型的残差值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得到相应年份的莫兰指数与P值，分别为2007年

Moran's I=-0.07，P=0.81；2012 年 Moran's I=-0.13，P=0.51；2016 年 Moran's I=-0.15，

P=0.43，各年份残差在空间上呈完全随机分布状态，进一步说明模型整体效果良好。

通过GWR模型的构建，对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做进一步分析，通过将

回归系数做可视化处理，可以看出不同影响因素对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异特征：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转变为负向作用。

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图4a）：2012年影响系数最高，2007年次之，2016年

最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整体呈现出由南向

北层级递增的趋势，高值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及邻近

地区，低值主要集中在南部的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及邻近地区。2007年和2012年经

济发展水平对景区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这说明在旅游地发展的起步阶

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景区差异指数越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张家界市各区

县，景区空间分布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怀化市南部

各区县受其影响较小；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对景区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负相关的趋

势，说明在旅游地发展的成长及转型阶段，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景区空间分布的

差异性，由于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各区县经济基础的不同，相对于北部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张家界市各区县来说，南部怀化市各区县差异指数对经济的敏感度更高，区

域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降低差异指数。因此，应重视旅游业的带动效应，推动旅游业由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

（2）政府政策扶持力度

表4 GWR与OLS模型拟合参数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GWR model and OLS model

R2

校正R2

AICc

2007年

GWR

0.92

0.91

15.70

OLS

0.92

0.90

15.72

2012年

GWR

0.74

0.71

49.09

OLS

0.68

0.61

50.05

2016年

GWR

0.75

0.65

66.67

OLS

0.60

0.52

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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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对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转变为负向作用。从回归系数的空

间分布可以看出（图4b）：2007年政府政策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明

显的由东向西递减的环状结构，其中沅陵县、淑浦县和古丈县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而

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新晃县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小；2012年政府政策对高级别景区

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减的趋势，其中通道县、靖州县、会同

县、新晃县、芷江县各区县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其他区县，主要分布在大湘西的

西南部，而政府政策影响程度较低的区县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四个地

区，主要分布在大湘西的东北部；2016年政府政策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作

用程度略有所下降，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递减的趋势，主要是由于西北部各区县经

济发展水平及旅游资源的开发程度相对较高，政府政策的实施对北部各区县景区的影响

程度相对较弱。因此，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多角度、多层面、多领域推进旅

游综合改革，合理引导大湘西旅游业投资，缩小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差异，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3）交通条件

交通条件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转变为呈负向作用。从回归

系数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图 4c）：2007年交通条件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

呈现出从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的趋势，其中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高级别

景区受交通条件的影响较大，而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新晃县受交通条件的影响相

对较小；2012年交通条件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整体呈现出由南向北部层级

递增的趋势，其中桑植县、慈利县、武陵源区、永定区、龙山县、永顺县受交通条件的

影响相对较大，会同县、靖州县、通道县受交通条件的影响相对较小；2016年交通条件

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由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趋势，主要是由于张

家界在现有交通体系基础上，不断加快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旅游业的发

展意义重大，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空间载体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景区的可进

入性大大提高，而新晃、会同、通道、靖州等地区由于经济基础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

约，交通条件的改善对缩小景区空间分布差异性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加大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

（4）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正向作用，且影响系数呈下降趋势。

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图4d）：2007年旅游资源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

的影响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格局，其中新晃县、通道县、靖州县受旅游资源的影

响较大，桑植县、慈利县、武陵源区、沅陵县受旅游资源的影响较小；2012年旅游资源

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由西南向东北递减的趋势，其中会同县、靖州

县、通道县、新晃县受旅游资源的影响较大，桑植县、慈利县、武陵源区、永定区受旅

游资源的影响较小，这一时期旅游景区更多地受到政策、交通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

景区空间分布受到旅游资源的影响有所下降；2016年旅游资源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

数的影响与2012年大致相同，回归系数略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旅游资源的不可转移性

特征决定了其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高级别景区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相对贫乏地区的差异指数对旅游资源反应更加敏感。因此，加大旅游资源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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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GWR模型估计下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for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by G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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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资源整合力度，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重要

手段。

3 结论

本文利用2007年、2012年、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

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探索性空间数据

分析方法，探讨了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同时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

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四个维度，构建GWR模型，并探讨了各影响因素的空

间异质性，得到如下结论：

（1）旅游景区作为观光型旅游消费活动的重要空间载体之一，其数量和质量对区域

旅游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是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对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

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的分析，为集中连片特困区高级别景区探索区域旅

游发展和扶贫攻坚新机制指明了方向，进一步明确高级别景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顺应

国家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代潮流，即旅游业的发展更应注重综合效应，通过对旅

游资源的整合，构建全域旅游集群，逐步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以消费带动旅游经济

发展，实现全域旅游大环境下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

（2）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在数量分布、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旅游贡献度方面呈现

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

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经历了由武陵源区、永定区、沅陵县为核心

的“三核心两区县”向以张家界为旅游中心的“一极多点”再到武陵源区和凤凰县双核

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在空间分布上

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空间自相关性整体上不断减弱。

（3）通过OLS模型和GWR模型回归结果的对比发现，GWR模型优于OLS模型。根

据OLS模型回归结果，旅游资源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

程度不断减弱，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和交通条件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现出

由正相关向负相关的变化过程；根据GWR模型回归结果，不同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等因素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

转变为负向作用，说明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景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因此，应重视旅游

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推动旅游业由门票经济转向产业经济；政府政策对景区发展差异指

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转变为负向作用，说明政府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强对优化高级别景区

空间分布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多角度、多层面、多

领域推进旅游综合改革，合理引导大湘西旅游业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交通条件对

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由正向作用转变为呈负向作用，说明交通改善有利于缩

小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因此，加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

实现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旅游资源对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的影响呈正向作

用，且影响系数呈下降的趋势，高级别景区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相对

贫乏的地区受到旅游资源的影响更为敏感，因此，加大旅游资源贫乏地区资源整合力

度，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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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本文界定的高级别景区仅包括5A、

4A、3A级旅游景区，不包括自然文化遗产在内的人文旅游资源，在后续研究中可以将人

文旅游资源纳入研究范围中；其次，高级别景区的建设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本

文仅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四个方面对高级别

景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但高级别景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个方

面，因此在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上还有待进一步考量，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进一步

加入宣传营销、自然环境等因素，不断拓展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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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Hunan

MA Xue-feng, YANG Xue
(College of Tourism and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ourist attractions are not only the prerequisites and core carrier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tourism supply. Based on the data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dex of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and uses spatial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 and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o

measure the spatio-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2007, 2012 and

2016. And then, it uses traditiona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odel and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GWR) model to analyze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of Western Hunan. Results show that: Gener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has a NE-SW trending,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a small counter- clockwise rotatio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shows the evolution from "three cores and two districts" to "single pole and many

points" and then to "blossom all over" driven by dual-core. The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the number of high- 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s decreasing,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certain dependen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ourism resourc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in Western Hunan, and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 a certain

spatial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mechanism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all-for-one tourism.

Keywords: Western Hunan;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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